
严复思想在民国社会学家中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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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已有研究对严复与民国第一代社会学家之间的思想传承关系较为忽视。基于陶孟和、潘光旦、林耀
华、费孝通四人的著述文本，可进一步分析严复思想对这四人学术观点的影响。陶孟和受严复思想影响，在民

国初建时讨论平等自由问题，注重开展关于平民的社会调查；潘光旦与严复观点对话，讨论 “演化论”与 “解

蔽”问题，且认为翻译为 “群理学”比 “群学”更适合作为学科名称；林耀华在吴文藻的指导下完成 《严复

研究》的本科论文，自言奠定了其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三位一体的治学道路；费孝通晚年多次论述严复思

想在中国社会学史和现代化建设中 “文化自觉”的重要性。深入研究严复与民国第一代社会学家的思想传承关

系，有助于从清末民初的社会思潮中来理解第一代社会学家思想的形成，也有助于打通严复与民国社会学的

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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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３年，费孝通先生在晚年写下 《略谈中国社会学》这篇文章。其中谈到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历程，费孝

通说：“事过百年重评再估，不能不体会到严氏的选择具有深意。他似乎已洞察到思想意识在社会演进中的关

键地位……改革社会的风云从此风靡全国，不能不承认严氏的远见超众。《群学肄言》成为中国改革的启蒙，

也是社会学的光荣。严氏指出西方的社会学和中国传统的儒学脉脉相通，可惜这见识没有为后辈所重视。”①

费孝通多年前所谈到的这种境况，直到今天似乎也并没有实质的改变。尽管近些年来，中国社会学界对严复

思想的挖掘和探究，也涌现了诸多研究成果，但我们依然视严复为非职业的社会学家，依然认为严复与民国

社会学没有什么关联。②

若从学科和专业意义上来讲，民国时期陶孟和、吴文藻、孙本文、潘光旦等第一批留学回国的社会学家，

确实创立了学科化和制度化的社会学。不过，社会学作为一门舶来的学科，自晚清传入以来就面临 “本土

化”的问题，在民国时期学科化和制度化后，依然要面对这一问题。关于 “社会学本土化”的内涵和演进历

程，周晓虹认为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包含两个层面，即在学术上赋予社会学以特殊的中国性格，同时在实践

上以社会学的研究来服务于中国社会③；２０世纪吴文藻、孙本文等第一批留学回国的社会学家，开启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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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本土化的第一波历程，此后海峡两岸的社会学家、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的社会学家又接续形成了第二波和

第三波。① 周飞舟认为社会学本土化的核心问题在于建立中国社会学的本位，“要建立本位，一方面需要对西

方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哲学预设进行系统而深入的反思，另一方面需要结合中国当代的经验研究，对中国传

统社会思想和文化进行反思”；社会学本土化的议题经历了从 “社会调查运动”到 “社区研究”，以及 “志在

富民”“文化自觉”三个阶段的转变。②

这些观点都共同指出，社会学本土化有两个重要的任务，即一方面要翻译和吸收西方社会学的理论方法，

另一方面要对接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经验。若从这两方面来理解，那么 “社会学本土化”并非自民国才开

启，而是自晚清严复翻译西方社会科学著作就开始了。③ 严复在晚清社会激烈变革之际，引介西方社会科学、

翻译 《群学肄言》，可谓是将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的第一人。④ 严复应世变之亟，翻译西方学术著作，提出

“群学”，为中国现代变迁给出了社会逻辑的至高地位。⑤ 严复的 “群学”思想，实为翻译斯宾塞的社会进化

论学说而来，其既是一种研究 “群理”的实证科学，也是一种变法自强的方式。⑥ 以此可见，严复既翻译西

方社会学著作，沟通中西方文化，还着眼于中国现实变革，在这两方面都有所开创和贡献，实为迈出社会学

本土化的第一步。

那么，严复对社会学本土化的探索，与民国第一批留学回国的社会学家的本土化探索是什么关系呢？

这一问题重大，涉及议题众多，实非本文所能论及。不过，在众多的议题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切口，即

严复思想和民国社会学家思想的传承关系。以往关于民国第一代社会学家的思想源流，我们较多探讨他们

所受国外思想方法的影响，而较为忽视晚清民国社会思潮对他们思想的影响。实际上，他们出生于清末民

初，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洗礼；既有旧学背景，又受过很好的西方学术训练。理解他们的学术思

想，不能仅限于所受的国外思想方法，还需考虑晚清民国的社会思潮。在清末民初的社会思潮中，严复对

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不仅影响了早年的胡适、蔡元培等人⑦，还影响了民国第一

代社会学家。

如笔者所指出，严复的思想，深刻影响了蔡元培的伦理学、教育学、劳动观。蔡元培很早就把严复视为

自己的思想启蒙人物，历经戊戌政变后志在从事教育以开启民智，阐发并运用严复的 “群学”思想来理解近

代中国转型中的 “劳工”和 “劳动”问题，且以讲演、编写教科书的方式向广大民众普及，其对近代 “劳

动”观念的转变以及中西方思想文化交流起到重要作用。⑧ 实际上，蔡元培和民国社会学、民族学的关系非

常密切。１９３４年中国社会学社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年会，蔡元培作为年会的主要演讲人，演讲的题目就是 《社

会学与民族学》。这篇文献被认为是蔡元培论述社会学、民族学的重要文献。⑨ 蔡元培在社会思想和社会学方

面的论述和贡献还很多，如民国时期许德珩翻译涂尔干 《社会学方法论》一书出版，蔡元培专门作序，称赞

涂尔干的 “共变方法”。瑏瑠

民国第一代社会学家，对严复的思想是非常重视的。限于篇幅，本文基于陶孟和、潘光旦、林耀华、费

孝通四人的著述文本，呈现这四人论述严复思想的观点内容，分析了严复思想对这四人学术观点的影响，以

打通严复与民国社会学家的思想传承关系。之所以会选取这四人，主要有如下两个考虑：第一，这四人比较

能反映民国以来社会学主要的研究方向和发展历程。陶孟和先生不仅是民国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健将，更是国

３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周晓虹：《社会学的中国化：发轫、延续和重启》，《江苏社会科学》２０１９年第 ６期。
周飞舟：《社会学本土化的演进与本位》，《中国研究》２０２２年第 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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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第一位留学归国的社会学家，在民国社会学社会调查方面具有重要地位；潘光旦先生不仅对优生学、遗传

学以及婚姻家庭等问题研究颇深，更提出 “人伦”与 “位育”，以中国传统儒学思想去理解和阐释西方的社

会学①；林耀华先生不仅是民国时期重要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也是吴文藻先生开创的 “社区

研究”学派的代表人物；费孝通先生既是 “社区研究”学派的代表人物，还主持恢复重建社会学，奠定改革

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基础。

第二，这四人的著述文本，或大量引述严复译著，或大量论及严复观点，或系统整理严复思想，或晚年

论及严复贡献。陶孟和在归国后所著的 《平等篇》中，引用严复译著的观点，讨论现代平等、自由和民生问

题；潘光旦直接与严复观点对话，讨论优生学、演化论问题；林耀华在吴文藻的指导下完成了共计十万多字

的题为 《严复研究》的本科毕业论文，论文修改后以 《严复社会思想研究》为题发表在 《社会学界》１９３３
年第 ７卷；费孝通在晚年，多次论述严复思想在中国社会学史和现代化建设中 “文化自觉”的重要性。严复

对社会学本土化道路的探索，经过这四人的接续，在社会调查、社会变迁 （演化论）、社会人类学和文化自

觉四个方面得以发展和传承，进一步丰富了民国社会学家对社会学本土化道路的探索。深入研究严复与民国

第一代社会学家的思想传承关系，不仅有助于从清末民初的社会思潮中来理解第一代社会学家思想的形成，

也有助于打通严复与民国社会学的关联。

一、陶孟和论严复：“平等”“平民”与社会调查

陶孟和先生不仅是民国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健将，更是国内第一位留学归国的社会学家，在民国社会学界

具有相当的地位。《孟和文存》和 《社会与教育》这两本著作，收录了陶孟和大部分的文章，但还有一些并

未收录，如 １９１３年他在 《东方杂志》发表的 《平等篇》。陶孟和 １９１３年获得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学士学
位，随后回国，先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后于 １９１４年 １月入北京大学任教。《平等篇》正是陶孟和归国
当年发表的文章。文章包括四节，分别为 “人本不平等”“生计之平等”“男女平等”“政治上之平等”。陶

孟和在文章前言部分，交代了此文写作背景：

民国元年腊月，英伦中国学会支部成立既三年，大会于格拉斯哥。仆困俗务，不克躬临，襄赞会事，既歉

且愧。爰于课暇，草平等之说，遗会长布陈诸会友前，以赎溺职之罪。劳人碌碌，时期迫促，词不修，句不

洁，理不完，意不纯，瑕疵数见。故吾非敢以是篇贡献中国学会，诚欲严平等不平等之别，摘拾西儒成说，略

抒鄙见，而与诸君共讨论之也。②

可见，陶孟和着手写这篇文章的时间为 “民国元年腊月”，也就是 １９１１年，远远早于文章正式发表的时
间 １９１３年。文章写作的起因，是为了庆祝英国伦敦中国学会支部成立三年大会。陶孟和当时正在英国求学，
因 “仆困俗务”不能亲自到场参会，心里愧疚而抱歉，于是写了这篇关于 “平等”的文章，寄给会长，请会

长在会议宣读，以弥补缺席的遗憾。陶孟和自谦这篇文章还不是佳作，写作仓促。“词不修，句不洁，理不

完，意不纯”，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只是诚心想把 “平等”和 “不平等”的区别说清楚，顺便整理些西方

学者的观点，再谈谈自己的浅见，以与大家一起讨论。

这篇文章写作的时间为 １９１１年冬，中华民国刚建立，陶孟和虽身在国外，但非常关心国内的时政。民国
成立，建立共和政体，“自由”和 “平等”是大家关心和讨论的核心议题。陶孟和在文章第一节 “人本不平

等”中说，自西学东渐，“平等”“自由”“权利”“义务”这些词语就得以传入，此时成了读书人的口头禅，

就连小孩也可发表议论，为随意的行为进行辩护。不过，这些概念的深层含义，要是没有一定的学识功底，

很难讲明白。陶孟和随后一一列举西方关于自由、平等、权利的著述，他说：

夫西国论自繇者，则有穆勒约·翰 《群己权界》之篇 （Ｊ Ｓ Ｍｉｌｌ Ｏｎ Ｌｉｂｅｒｔｙ）说权利者，则有边脱摩之人

权论 （Ｔｏｍ Ｐａｉｎｅ：Ｒ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Ｍａｎ）倡义务者，则有玛志尼之义务篇 （Ｍａｚｚｉｎｉ：Ｄｕｔｉｅｓ ｏｆ Ｍａｎ）。自今视之，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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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飞舟：《人伦与位育：潘光旦先生的社会学思想及其儒学基础》，《社会学评论》２０１９年第 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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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固皆破碎偏颇。然谈政治者，犹且崇之敬之。①

这其中，陶孟和提到了严复翻译的 《群己权界》这本书。不仅是书名，包括文中用 “自繇”来表达

“Ｌｉｂｅｒｔｙ”都是来自严复的翻译。黄克武指出，弥尔的原书名是 Ｏｎ Ｌｉｂｅｒｔｙ，开始时严复译为 《自繇释义》，但

该书出版之际严复却将之改为 《群己权界论》：“此书的出版代表了严复对西方自由观念有了更进一步的认

识，其中一个表征是他开始以 ‘自繇’二字取代国人所通用的 ‘自由’，来翻译西文的 ｌｉｂｅｒｔｙ 或 ｆｒｅｅｄｏｍ。”②

需要注意的是，陶孟和这时虽在英国，但并没有直接引用西文原著，而是引用的严复译本，足可见严复译本

的重要性。此外，文中还提到严复所译的 《政治讲义》，以此来论述民权和平等问题。

关于 “平等”，陶孟和在文中说：“人果平等乎，抑不平等乎，此吾所当究之问题，而通篇之纲领也。研

究人类，分三方面：曰体育的，曰智育的，曰德育的。”③ 陶孟和认为，研究人类，可以从德、智、体三方

面入手，人类的性情和资质各有不同，千差万别，主要体现在强壮、聪慧、贤良、愚笨、瘦弱、顽劣几个

方面。造成不平等的原因有二，一是先天的天性，二是后天的教养。天性的限制，带来人类的千差万别，

这些都不是人力能改变、也不是人的意愿能扭转的，这是主张平等的人反而看不见的根源。陶孟和认为，主

张平等的人，只是想追求生计上的平等、男女平等、政治平等罢了，并不是要让人类在智力、品德、体格强

弱上都变得一模一样。陶孟和明确说：“国家所应执行者，是为机会平等。人类不齐，智愚不一，非即以名扬

声显者为智为贤……此机会平等为救养国民之前提也。”④ 陶孟和这一观点，与严复关于 “平等”的观点是一

致的，即认可的是天性带来的不平等，追求的不是结果平等，而是机会平等。如萧公权就指出严复的平等观

是 “人民地位之平等，虽为民权之必要条件，而其致之之道又非否认品性能力不齐之事实，而抑高就下以为

齐也”⑤。

讨论 “平等”问题，涉及另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 “民权”，这是民国建立共和政体的基础，也是严复思

想中的重要观点。严复的 “群学”不仅是一种以实证科学为基础的总体性的知识体系，还是一种修齐治平、

强国富民的救国方案，这一方案以 “民本论”为基础，民力、民德、民智为核心要素；若要自立图强、保种

保国，必须 “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三者并进，才能治其本。⑥ 依严复的 “民本论”思想，唯有国

人人人在民德、民智、民力方面充分发展，人心风俗发生改变，国家才能本固邦宁。陶孟和在 《平等篇》中

多处表达过同样的观点，如文中说：

言国家者，莫不以民为首。治国者，亦莫不以民为先。我国旧说，尊君崇主，孟子民贵君轻之旨，后世未

尝无反响也。罗马帝国之末日，专制橫行，察其政说，帝王固在法律制裁下。要之，或为人君，或为人臣，或

为共和之首，或为番族之酋，得民者存，失民者亡，乃亘古不易之理。⑦

陶孟和认为，国家莫不以民为基础，建立共和政治更应该要有民情基础。关于研究 “民”的重要性，在

１９２３年发表的 《中国的人民的分析》这篇文章中，陶孟和直言：“中国现在采用共和的政体了，至少有一部

分是口头上这样主张，有一部分是诚心诚意的这样鼓吹。我们要知道这个政体能否试验成功最先要看一看施

行这个制度的人民……那么，中国的人民是什么样呢？配有什么样的政府呢？我们没有精确的人口统计与调

查，可以说是对于人民的情形完全不知道……我们太相信那共和制度，也太不注意我们人民的情形了。”⑧ 陶

孟和进而认为，“现在不要空谈制度了，先去设法造有资格的人民罢……我们要是不设法对于人民下工夫，无

论如何好的制度是不能推行的。”⑨ 在陶孟和归国后的学术研究中，劳工、家庭和教育构成了三个重要面向；

劳工研究是聚焦社会底层，家庭是分析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教育则是重塑与改造民情的落脚点。瑏瑠

基于了解和研究 “民”的目的，陶孟和开展了很多社会调查。在 《社会调查》这篇重要的文章中，陶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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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④⑦　 陶孟和：《平等篇》，《东方杂志》１９１３年第 ９卷第 ８期。
黄克武：《笔醒山河：中国近代启蒙人严复》，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第 １５７ １５８页。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 ５１６页。
马学军：《民本、有机与演化：严复 “群学”思想探究》，《社会学评论》２０２１年第 ２期。

⑨　 陶孟和：《中国的人民的分析》，载陶孟和：《孟和文存》，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 ７ ８、１３页。
闻翔：《劳工神圣：中国早期社会学的视野》，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８年，第 ９５ 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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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说：“我向来抱着一种宏愿，要把中国社会的各方面全调查一番。这个调查除了学术上的趣味以外，还有实

际的功用。一则可以知道吾国社会的好处，例如家庭生活种种事情，婚丧祭祀种种制度，凡是使人民全体生

活良善之点，皆应保存；一则可以寻出吾国社会上种种，凡是使人民不得其所，或阻害人民发达之点，当讲

求改良的方法”，“我们中国人是一个哑国民。人民的欢乐，人民的冤苦，一般生活的状态，除了些诗歌小说

之外，绝少有记出来的”。① 陶孟和较早开展的 “北平人力车夫”调查，以及后来进行的 “北平生活费之分

析”，可以说都是在践行为共和政治奠定民情基础的理念。

二、潘光旦论严复：“演化论”与 “解蔽”

潘光旦先生对优生学、遗传学研究颇深。优生学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即是生物遗传和文化选择在物种

繁衍中的作用关系。在民国时期，讨论生物遗传和物种进化，就不得不提及严复翻译的 《天演论》这本开创

性的著作了。潘光旦在著述中，有很多地方论及严复，与严复观点进行对话。这些对话，主要集中在两个主

题：一是 “演化论”，关涉对进化、演化、优生这些重要概念的讨论；另一个是 “解蔽”，这关涉研究的科学

性以及研究者的心性问题。

关于 “演化论”，潘光旦在 《优生概论》开篇就说：“生民之初，世无所谓优生学也。天演进化之理，适

者生存，不适者归于淘汰……”② 可见，“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是优生学研究不可忽视的前提。在同年所

写的 《西化东渐及中国之优生问题》中，潘光旦提及：“人类生存，不出进化范围之外。天择律之绳人，初

不减于其绳其他有生之物：适者存，不适者亡。然自人类意识之发展，文化之演进，自然选择而外，乃有所

谓文化选择或社会选择者出，以支配种族之生存问题。自然选择简称曰 ‘天择’，文化选择可简称曰 ‘化

择’。文化愈进，则化则力愈周遍，天择力愈减缩。”③ 以此可见，随着人类意识发育和文化兴盛，文化选择

在物种繁衍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如何理解生物遗传和文化选择的相互作用，就是优生学研究的重要

问题。

关于严复所译的 《天演论》，潘光旦在 １９３９年所写的 《演化论与几个当代的问题》一文中进行了深入的

对话。文中说：

严几道先生把赫胥黎的 《天演论》翻译成中文以后，中国文字里算是多了一套新的名词，中国人替子弟或

替自己起名字的时候也算是多了一些拣选……四十年来，《天演论》对中国思想的贡献，似乎不过尔尔。演化

思想对实际的社会思想和社会问题没有发生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是一种很不幸的现象。目前有许多的思想以至

于生活上的问题是由于不了解或误解演化论而发生的……严先生译的 《天演论》一名词原是很好的，天字固然

把演化的范围限于自然一方面，有不合用的地方；但演字是不错的。到了后来，不知如何我们偏要拾取日本人

的牙慧，通用起 “进化论”的名词来。就从这译名里，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并没有懂演化的现象。④

这就是说，在潘光旦看来，严复把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翻译为 “演化”是非常好的。可惜的是，除了中国文字

里多了一套新名词外，演化思想对实际的社会思想和社会问题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影响，这是 “一种很不幸的

现象”。由此可见潘光旦先生的惋惜之情。不仅如此，潘光旦还批评后人移植由日语翻译而来的 “进化论”，

认为用 “进化论”来替代表述 “演化论”，是没有理解演化的现象和规律。潘光旦认为，自然界和生物界的

演化规律并非总是线性的，也可能是倒退或变异的，进化论的线性解释太单一了。严复之所以把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翻译为 “演化”而不是 “进化”，也是表达出不完全同意生物进化论的观点。严复认为，生物界进化论的规

律只有物竞、天择，而人类的社会进化论，则不仅有物竞、天择，还有 “体合”，有互助，而非只有竞争。⑤

由对 “演化论”概念的讨论，进一步就涉及潘光旦先生自己的核心概念——— “位育”。潘乃穆指出，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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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孟和：《社会调查》，载陶孟和：《孟和文存》，第 ５９、６１页。
潘光旦：《优生概论》，载潘光旦著、潘乃穆编：《潘光旦文集》第 １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 ２５０页。
潘光旦：《西化东渐及中国之优生问题》，载潘光旦著、潘乃穆编：《潘光旦文集》第 １卷，第 ２６８页。
潘光旦：《演化论与几个当代的问题》，载潘光旦著、潘乃穆编：《潘光旦文集》第 ５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 ３３
３４页。
马学军：《民本、有机与演化：严复 “群学”思想探究》，《社会学评论》２０２１年第 ２期。



严复思想在民国社会学家中的回响

光旦一生中共有 １８次论述 “位育”，主要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 （１９２６—１９３３年），从生物学观点联系中
国传统文化观念阐释位育；第二阶段 （１９３４—１９３６ 年），主要针对民族复兴问题论述位育；第三阶段
（１９３７—１９４０年），阐述位育是演化论里最重要的一个概念，也是中国旧有思想里最重要的一个部分；第四阶
段 （１９４１—１９４６年），从思想、文化、教育、政治方面论述位育。① 在 １９３９年所写的 《演化论与几个当代的

问题》这篇文章中，潘先生从演化论的角度更深入地阐发 “位育”的概念，这也是他第 １１次谈到 “位育”。

潘光旦在这篇文章中说：

位育是演化论里最重要的一个概念，也是中国旧有思想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中庸》上有 “天地位焉，万

物育焉”的话，注脚里说，安其遂生叫做位育……我们以往的错误，也许是过于重视了静的位，而忽略了动的

育。如今演化论的思想，一面固然可以和位育的思想联系起来，一面更可以补正以前的错误与不足……位育是

一切有机与超有机物体的企求。位育是两方面的事，环境是一事，物体又是一事，位育就等于二事间的一个协

调。世间没有能把环境完全征服的物体，也没有完全迁就环境的物体，所以结果总是一个协调，不过彼此让步

的境地有大小罢了。以前把位育叫做适应，毛病就在太过含有物体迁就环境的意思。②

可见，在潘光旦看来，“位育”是演化论中的最重要的一个概念。“位育”来自 《中庸》“天地位焉，万

物育焉”的思想，包含了静与动、环境与物体这两方面，二者之间的协调关系就是 “位育”。这也就回到了

严复在 《天演论》表达的观点，即在人类的演化过程中，自然 （环境）的选择和人类 （物体）的能动性可以

协调，自然的演进与人的发育合一，乃为人类最终的伦理目的，这是严复 “天演之学”的最终理想③，也是

潘光旦 “位育”思想的观点。

除 “演化论”外，潘光旦在著述中讨论严复另一个相关的议题即是 “解蔽”。潘光旦于 １９４６ 年所写的
《荀子与斯宾塞尔论解蔽》一文系统而深入地阐发相关观点。文章开篇就说：“无论做学问，做事，做人，第

一个大难关是去蔽。蔽，普通也叫做成见。其实成见一词不足以尽蔽字所指的种切。大凡一人心理上一切先

存的状态……这些都可以叫做蔽，初不限于见解上的先入为主的一端。”④ 可见，“蔽”是指 “一人心理上一

切先存的状态”，“去蔽”关系到做学问、做人做事。“去蔽”既涉及一个人的心性问题，也涉及如何在研究

中能保证科学性和实证性。潘光旦在 《再论青年与社会思想》中提到：“二千多年前，《礼经》上早就有去

‘辟’之论，荀子且进而作 《解蔽》之篇。就近代社会学界而言，严译斯宾塞尔的 《群学肆言》便全部为补

偏救蔽而作，所以叫做肄言者，正所以示假使一个人不能放弃成见，先养成一些荀子所说的虚一以静的工夫，

便大可不必做学问，更不必从事于群学或社会之学。”⑤

尽管西方实证性的社会科学自近代才传入中国，但关于 “去蔽”的论述和观点却在中国传统中早已有

之。潘光旦认为，在儒家思想系统里，在这一题目上发挥得最多而又能更进若干步的是荀子，集中体现在

《荀子》第二十一篇 《解蔽》。潘光旦指出：

荀子而后，一直经过了足足二千年，我们才遇到可以和 《解蔽》篇比拟的一种文献。而这文献还不在中

土，而在西洋，那就是斯宾塞尔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Ｓｐｅｎｃｅｒ）的 《群学肄言》（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此书出版于一八

七三年，其后约三十年，严几道先生把它译成中文，书名就是 《群学肄言》。严先生在译序及译文里曾不断的

用到 “辟”和 “蔽”一类的字样；在 《译余赘语》里，也曾一度提到荀子，引用荀子的 “民生有群……”的

几句话，大概为的是说明他的所以把 “社会学”译成 “群学”，是有所本的。“蔽”字，严先生是用到了，荀

子的作品也参考到了，但对于 《解蔽》的篇名与其意义的重要，他却只字未提，真不能不教人诧异。群学之

难，难在解蔽，群治之难，也难在解蔽。荀子与斯宾塞尔，虽相去二千余年，在这见解上可以说完全一致，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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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乃谷：《潘光旦释 “位育”》，载陈理、郭卫平、王庆仁主编：《潘光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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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旦：《演化论与几个当代的问题》，载潘光旦著、潘乃穆编：《潘光旦文集》第 ５卷，第 ３６页。
黄克武：《严复 “天演之学”的内涵与意义》，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二十八辑 “严复专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２０１４年。
潘光旦：《荀子与斯宾塞尔论解蔽》，载潘光旦著、潘乃穆编：《潘光旦文集》第 ６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 ５０页。
潘光旦：《再论青年与社会思想》，载潘光旦著、潘乃穆编：《潘光旦文集》第 ５卷，第 ２８４ ２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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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不把这一层标明出来，不能不说是一个很重大的挂漏……①

可见，潘光旦把 《荀子》的 《解蔽》篇与斯宾塞的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进行相提并论，对严复
翻译也给出了极高的评价。潘光旦认为，严复翻译的 《群学肄言》，尽管也提到荀子，不仅用了荀子

“群”的概念，还用了 “辟”和 “蔽”这些字，这些都是严复的贡献。不过，潘光旦还是略带遗憾且批评

性地指出，严复未明确标明 《解蔽》篇的重要意义。事实上，潘光旦所批评的这一点，严复也是有所论述

的。严复在 《群学肄言》“译余赘语”中指出，“顾治斯学有甚难者，一曰在物之难，次曰在心之难，三

曰心物对待之难”②。关于 “心之难”，严复又分为 “理”与 “情”两个方面，《群学肄言》第五篇 《物蔽》

分论 “物之难”，第六篇 《智薢》分论 “理”之难、第七篇 《情瞀》分说 “情”之难。严复的译文中大量充

满了这种中西比拟的用法，其也意在沟通中西方思想，只不过严复并未明确标出是出自 《荀子》第二十一篇

《解蔽》。

尽管如此，潘光旦对严复的翻译工作是极为赞赏的。在 《“伦”字———说 “伦”之一》这篇重要的文章

中，潘光旦说：

严几道先生翻译斯宾塞尔的 《社会学研习导论》一书、就用 《群学肆言》的译名，显而易见是得力于荀

子的议论。后来群学的名称没有流行，大概是因为一时留学日本的风气甚盛，我们把日本的译名 “社会学”介

绍了回来；同时，一样是一个学科的名称，三个字的可能要比两个字的便于引用。如果当初严先生用了 “群理

学”，而不用 “群学”，则好比物理学、生理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名称，命运可能就不同了。③

尽管严复翻译为 “群学”，已经比 “社会学”好很多，但在潘光旦看来依然还是不够恰切，如果严复当

初翻译为 “群理学”，至少确实能表达出这门学科实证性和学理性的特点。事实上，严复在 《群学肄言》序

言中定义 “群学”这门学科，“群学者何？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方来也”④，也确实明

确表达出以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民群之变端。

三、林耀华的 《严复研究》：治学道路的奠定

１９３２年，在燕京大学就读的林耀华，在吴文藻的指导下完成了十万多字的本科论文 《严复研究》，论文

修改后以 《严复社会思想研究》为题发表在 《社会学界》１９３３年第 ７卷。燕京大学是教会大学，燕京大学社
会学最初以社会服务为主，很多论文也是关于社会服务的。那么，林耀华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既非社会工

作，也非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主题，而是偏重近代思想史的主题呢？林耀华晚年回忆说：“经过四年的学

习，我要毕业的时候，选了 ‘严复研究’这个题目。今天许多人会感到惊讶，感到 ‘严复研究’应该是一个

思想史或近代史的题目，而不像社会学系学生的研究选题。其实，这也是时代的产物。当时的燕大社会学系

以研究中国社会问题为己任，除了社会现状与理论研究外，中国思想家的学术与社会思想自然也是重点内

容。”⑤ 关于论文选题，在 《严复研究》论文自序中，林耀华写到：

曩者吾师吴文藻先生勖以从事侯官生平与学说之研究，当时茫无头绪，未着手也。嗣于吾友严群君处获见

侯官遗著多种，喜出望外，严君乐以相假，而余研究之志遂益坚，此则兹篇之缘起也。⑥

在此自序中，有两点需特别重视。首先，研究严复的生平和学说，最初是导师吴文藻的想法。吴文藻先

生有意从事严复生平和学说的研究，但 “当时茫无头绪，未着手也”。吴文藻为什么会有研究严复的想法呢？

据吴文藻晚年写的自述，他从 １９２９年春到 １９３８年夏在燕京大学工作期间，除了担任 “西洋社会思想史”“家

族社会学”“人类学”这三门课的教学工作，还以讨论班的形式给高年级的学生上课。吴文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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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潘光旦：《荀子与斯宾塞尔论解蔽》，载潘光旦著、潘乃穆编：《潘光旦文集》第 ６卷，第 ５４页。
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第 ３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 ９页。
潘光旦：《“伦”字———说 “伦”之一》，载潘光旦著、潘乃穆编：《潘光旦文集》第 １０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
１３２页。
严复：《译 〈群学肄言〉自序》，载王轼主编 《严复集》第 １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 １２２页。
林耀华：《林耀华学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 ８页。
林耀华：《严复研究》（１９３２），来自 “燕京大学学位论文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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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 １９３５—１９３６年之间，我给本科三、四年级的学生和研究生以讨论班的方式开设 “先秦社会政治

思想”及 “近现代社会政治思想”两课。前者以梁启超的 《先秦政治思想史》为范围，后者以 《清代学术

概论》为范围，让学生在这两个范围内选择一家学术为题，撰写专题讨论的文章，然后在班上进行宣读和交

流。结果证明，这种方法能启发学生每人内在的特长，锻炼他们从事专题研究的能力。当时有些学生撰写的

顾亭林、黄宗羲、王船山等人爱国思想的论文都有一定的质量，林耀华同学当时写的 “严复社会思想”尤为

突出。①

这说明，面向高年级学生，吴文藻专门开设 “近现代社会政治思想”课程，专门研讨清末思想人物。学

生需要选择一个思想人物撰写专题文章，在班上进行宣读和交流。当时选课学生撰写黄宗羲、王船山等人思

想研究的文章，而林耀华的严复思想研究尤为突出。对此，林耀华说：“吴先生以为研究严复的生平与学说，

对于实现西方学术思想与中国社会的有机结合很关紧要。事实上，我的前后同学中也有不少都选了以中国近

代人物及其思想为对象的研究题目。例如，周振光做的是 《曾国藩领袖之分析》，黄文宗做的是 《孙中山之

社会思想》等。类似的研究实在是当时燕大社会学系的一个特色。”② 这一说法，也印证了吴文藻的自述，说

明林耀华的严复研究，最初是因吴文藻这门课而写的。

除了导师吴文藻授课影响外，林耀华在自序中还提到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即 “嗣于吾友严群君处获见侯

官遗著多种”。严群是西方哲学史专家、翻译家，为严复的侄孙，自幼深受严氏家族深厚的家学传统影响；

１９３１年获燕京大学学士学位，１９３４年获燕京大学文学硕士学位，１９３５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深
造，回国后在燕京大学哲学系、浙江大学哲学系任教。③ 林耀华与严群，不仅是同乡，还是燕京大学的同级，

且保持着终生的友谊。林耀华回忆，“我与严群君是同窗好友，交往中，曾在其处获见严复先生遗著多种。他

也慨然相借。后来也是在他的帮助下我才得查阅侯官先生未出版的著作、往来书信，甚至严氏家谱等外人不

易见到的资料。主要有：《评点古文辞类纂》《评点王临川全集》《家书》（严氏家藏墨迹）《论子书》《与侄

书》《与弟观澜书》《遗嘱》等。这些资料对于研究侯官先生的生平、社会活动、社会交往以及思想发展等都

是非常重要而又难得的珍贵材料。”④ 这些珍贵的材料构成论文写作重要的基础。

除上述两个外在因素，林耀华还指出，严复在近代思想学术史和社会学史上有特别的开创贡献。林耀华

在学校读书时，就看到梁启超、蔡元培评价严复在近代思想学术方面的重要贡献，选择研究严复，对把握中

国现代学术发展非常重要。此外，对严复在社会学史方面的贡献。林耀华说：

我认识到在中国的社会学发展方面，严复曾有特别的功劳。是他系统翻译介绍了西方实证主义的思想，其

中包括社会学思想；是他对近代思想启蒙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是他在译著中将传入之初的社会学译为 “群

学”或 “人群学”，并将其列于 “经世之学”之列。严复不仅是启蒙思想家，也是现代社会学的先驱者。研究

他的社会思想与学术成就，可以认识近代中国的社会思潮以及中国社会学的早期历史。⑤

尽管林耀华先生后来转向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但严复研究对于他的治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他自言 “作

为从社会学出身的一个学者，我由衷感谢包括严复在内的早期思想家们将现代科学传入我国，使中国传统学

术对于社会的了解，除了采风体验和听诉之外，从此有了一套切近社会实际的科学方法。”⑥ 林耀华晚年回顾

自身的学术历程，仍认为最初从严复研究入手，先了解中外学术思想史，为以后的治学奠定了重要的框架：

我的治学之道就是这样在吴文藻等燕大老师的帮助下，从社会学入门，从严复入手，逐渐展开的。回顾起

来，从这个门径进入中国社会和文化研究，还是有它的好处：它使我有机会先把中外学术思想史作了一个粗略

比较。这个比较搭起了一个框架。这个框架使我能够在不同的空间里———无论内地边疆，无论抽象具体———容

易调整自己的研究题目和角度。这个知识基础与本世纪前半叶中国剧烈变化的时局，把我塑成了社会学、人类

学、民族学三位一体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者。⑦

四、费孝通论严复：现代化建设中的 “文化自觉”

费孝通先生与林耀华先生同岁，同属一代人。费孝通 １９３０ 年从东吴大学医学预科转学到燕京大学社会

９３１

①

②

③

吴文藻：《吴文藻自传》，《晋阳学刊》１９８２年第 ６期。
④⑤⑥⑦　 林耀华：《林耀华学述》，第 ９、１０、１０、２８、２９页。
方克立、王其水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哲学　 第 ２卷　 人物志》，北京：华夏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 ４３１页。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Ｍｏｎｔｈｌｙ 第 ５８卷 ０３ Ｍａｒ ２０２６

学，自言入学就听了吴文藻的 “西洋社会思想史”课程①，但他对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兴趣似乎并不如林耀华

那样浓厚，而对亲属关系的研究以及人类学更感兴趣。费孝通的学士论文题目即是 《亲迎婚俗之研究》，毕

业后又到清华大学跟史禄国学习体质人类学。

实际上，费孝通在幼年时就接触到严复的著作，但自言 “看不懂”。在 １９８２ 年写的 《严伊同学》一文

中，费孝通说：“我很早就看到父亲书架上放着的严氏译著，但是看不懂。说实话，我是先读了 《原富》的

英文本之后才看懂严氏译本，而领会到他确是翻译高才的。”② 到了晚年，费孝通反而多次论及严复，主要集

中在两个主题：第一，从中国社会学史的角度，指出严复是中国社会学的第一人，应当重视；第二，从改革

开放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角度，指出严复在中西方文化交流和西方社会科学著作翻译方面，具有远见卓识，应

当重视。

关于中国社会学史，费孝通早在 １９４７年 ９月 １８日为 《日本社会学会年报》写的 《中国社会学的长成》

这篇文章中，开篇便写道，“在一个像中国一般，特别注重人伦关系的文化里，社会学，那一种以科学方法去

分析社会现象的学科的发展有它的方便，但也有它的困难。”③ 费孝通认为中国传统的人伦关系是从实践目的

出发的，侧重 “应当怎样”，而科学研究是探究 “怎样会这样”，这在中国传统思想系统中是没有位置的。因

此，这就涉及作为舶来品的社会学在中国如何本土化的问题。对此，费孝通在文中进一步说：

最早把社会学传入中国的应该推严几道先生，他把斯宾塞的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翻译成了中文。但是他那时

还没有 “社会学”这个名字，这书的中文名字是 《群学肄言》。群学这个名词是否比社会学一词好，还是值得

我们思考的问题；但是社会学一词，我想是从日本传来的，却比了群学一词更普遍的被采用了，以致现在已没

有继承严先生用着他得意的翻译了。

我似乎带了一点遗憾的语气来提起这一件名词上的小事并不是偶然的。我们如果有机会翻出严先生的译本

来诵读时，我知道现在已经很少学生会有这心情，一定会体悉到译者想把这套洋货加以汉化的苦心。他努力地

在中国旧有的思想中去寻求原有的概念来套取西洋的思想系统。我相信他大体上是成功的，因为我已说过在这

方面我们确有此方便。但是他的努力却并没有传下来，至少他所用来表达这一套新学问的旧名词，却大多和

“群学”一词一般的被遗失了……④

不难看出，费孝通在 １９４７年就认为严复最早翻译西方社会学著作，是中国社会学第一人，尤其高度评价
严复 “努力地在中国旧有的思想中去寻求原有的概念来套取西洋的思想系统”，而非照搬或移植。费孝通同

潘光旦一样，也很惋惜严复的这些努力并没有传承下来，严复很多的翻译连同 “群学”一词都被遗忘了。这

就是说，费孝通早在 １９４７年就不仅明确提出严复在中国社会学中的重要位置，而且尤其重视严复翻译和引入
西方社会学著作时探索社会学本土化道路的努力和价值。

这一观点和评判，费孝通晚年在 《略谈中国社会学》这篇重要的文章中又再次提及：

事过百年重评再估，不能不体会到严氏的选择具有深意。他似乎已洞察到思想意识在社会演进中的关键地

位。西方文化的勃兴从表面上看是它的坚甲利兵，而其科技的基础实在还是在 １９世纪的启蒙思想，而 《群学

肄言》即是其中的一块基石。他在译本的序言里说明，所谓群学就是用科学的法则来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发

展，以预测未来……改革社会的风云从此风靡全国，不能不承认严氏的远见超众。《群学肄言》成为中国改革

的启蒙，也是社会学的光荣。严氏指出西方的社会学和中国传统的儒学脉脉相通，可惜这见识没有为后辈所

重视。⑤

可见，费孝通在这里明确指出严复的远见卓识，以及在中国社会学史中的开端地位。一百年后，正值中

国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重新评估严复译书和其思想价值，费孝通直言 “不能不体会到严氏的选

择具有深意”。费孝通认为这种深意体现在两点：首先，现代化的建设不仅是物质和科技层面，还有更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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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开风气　 育新人》，《费孝通全集》第 １５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 １８０页。
费孝通：《严伊同学》，《费孝通全集》第 ９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 ４１８页。

④　 费孝通：《中国社会学的长成———为 〈日本社会学会年报〉写》，《费孝通全集》第 ５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第 ４１０、４１１ ４１２页。
费孝通：《略谈中国社会学》，《费孝通全集》第 １４卷，第 ２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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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层面，而严复远见超众，“似乎已洞察到思想意识在社会演进中的关键地位”；其次，严复 “指出西方的

社会学和中国传统的儒学脉脉相通”，可惜这一点并没有为后辈所重视。在这两个意义上，严复所译 《群学

肄言》，既开启了清末思想启蒙，也体现了西方的社会学和中国传统儒学的相通，因此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在 １９８１—１９８２年间，费孝通写下了多篇关于现代化的文章，讨论什
么是现代化，以及社会学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作用。而在现代化建设中，就遇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如何

面对西方现代化的模式，来探索建立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在 １９８２年 １月所写的 《英论杂感》中，费孝通说

这次到英国去，主要是接受赫胥黎纪念奖章。谈及赫胥黎，由此就不难想到严复翻译赫胥黎的书 《天演论》。

他说：

进化论传到中国相当早，赫胥黎的名著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ｓ是严几道先生翻译过来的，他译作 《天演论》，

译名也很好。在此我们回想一下严复的一生很有意思，有许多经验教训。严复早年和伊藤博文都是在英国学海

军的，伊藤博文回国后建立日本海军，使日本成了强国；严复回中国没有建军打仗，却翻译了一套书。他翻译

这套书看来是有选择的：亚当·斯密的 《原富》、孟德斯鸠的 《法意》、穆勒的 《名学》、斯宾塞的 《群学肄

言》和赫胥黎的 《天演论》，这一套著作奠定了人类历史的一个时代———资本主义时代的理论基础。赫胥黎

《天演论》里讲的 “优胜劣败，物竞天择”，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不能落后，落后了就要被淘汰。这个

很简单的道理，鼓动了我们上一辈的知识分子，如梁启超等，发扬民主意识，探索强国之道，从而引起了中国

的维新运动。再过五十年全面回顾我国的现代化过程时，我们应该把这些知识分子掀起的维新运动也写进去。①

可见，费孝通此时尤为看重严复译著的思想价值和社会变革的意义。按照费孝通的看法，如果从广义的

角度来看，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从清末就开始，而严复一系列的译著，系统引入西方社会思想，开启社会变革，

发挥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正是这篇文章中关于严复和伊藤博文是同学的表述，引发了很多读者来信纠正，

指出严复和伊藤博文并非是同学。因此，１９８２年 ８月费孝通又写下 《严伊同学》这篇文章，承认经过文献比

对、证实，二人并非是同学。费孝通在这篇文章中，也引出自己关于严复和伊藤博文孰优孰劣的思想变化。

不过，这个比较并不重要，但引出来的问题却十分重要：

现在回溯我自己围绕着 “严伊同学”这个传说看法上的变化自然难免自觉可笑，但这里的确埋藏着一个值

得思考的课题。倒不是严复的评价而已，其实是我们怎样现代化的问题。说得更具体一些，怎样在现代化的过

程中引进西方文化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对严的评价里也暴露出种种矛盾。②

费孝通由 “严伊同学”而引发出 “怎样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引进西方文化的问题”的追问，直到四十多年

后的今天，依然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在现代化建设中，面对西方现代化的模式，我们如何建立中国式现

代化的道路；面对作为舶来品的社会学理论概念，我们如何来建立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道路，如何实现 “文

化自觉”，依然是中国社会学需要探索的问题。

五、结语

在晚清社会变革之际，严复翻译和引入西方社会学著作，一方面用中国传统思想中的 “群”来表达西方

社会学的概念，尝试沟通中西方文化，另一方面着眼于晚清积贫积弱的现实问题，通过 “以群学治群”，以

为中国走向富强提出一套现实的方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严复确实迈出了社会学本土化的第一步。严复对

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不仅影响了早年的胡适、蔡元培等人，还影响了民国第一代社

会学家。以往关于民国第一代社会学家的思想源流，我们较多探讨他们所受国外思想方法的影响，而较为忽

视晚清民国社会思潮对他们思想的影响。实际上，民国第一代社会学家，他们对严复的思想也是非常重视的。

基于陶孟和、潘光旦、林耀华、费孝通这四人的著述文本，文章呈现了这四人论述严复思想的观点内容，分

析了严复思想对这四人学术观点的影响。

作为第一位留学归国的社会学家，陶孟和在归国后所著的 《平等篇》中，引用严复译著的观点，讨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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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费孝通：《英伦杂感》，《费孝通全集》第 ９卷，第 ２２６页。
费孝通：《“严伊同学”》，《费孝通全集》第 ９卷，第 ４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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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平等、自由和民生问题。陶孟和受严复思想影响，在民国初建时讨论平等自由问题，尤其注重开展关于平

民的社会调查，以详细而深入了解普通民众的整体状况，以为民国建立共和政治奠定民情基础。潘光旦先生

与严复直接对话，讨论 “演化论”与 “解蔽”问题，且认为作为学科名称翻译为 “群理学”比 “群学”更

合适，尤其提出 “人伦”与 “位育”，以中国传统儒学思想去理解和阐释西方的社会学。

林耀华在吴文藻的指导下完成了十万多字的题为 《严复研究》的本科毕业论文，论文修改后以 《严复社

会思想研究》为题发表在 《社会学界》１９３３年第 ７卷，自言奠定了其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三位一体的治
学道路。费孝通先生既是 “社区研究”学派的代表人物，还主持恢复重建社会学，奠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

会学的发展基础。费孝通在晚年，多次论述严复思想在中国社会学史和现代化建设中 “文化自觉”的重要性。

严复的 “群学”思想，以实证科学为方法原则，以 “民本论”为基础，且注重探究人与社会的有机关

联、与自然万物的演化关系。① 严复对社会学本土化道路的探索，经陶孟和、潘光旦、林耀华、费孝通四人的

接续，在社会调查、社会变迁 （演化论）、社会人类学和文化自觉四个方面得以发展和传承，进一步丰富了

民国社会学家对社会学本土化道路的探索。如今，在现代化建设中，我们依然在探索如何建立中国式现代化

的道路，依然在探索如何建立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道路。打通严复与民国社会学的关联，挖掘和传承老一辈

社会学家的思想和学术遗产，依然是构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

（责任编辑：朱 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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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学军：《民本、有机与演化：严复 “群学”思想探究》，《社会学评论》２０２１年第 ２期。


